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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关系以及焦虑与认知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网络成瘾测评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对上海市 5 所普通公立初级中学选取的 2 751 名学生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结果 初中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22.2%（610/2 751），在高年级、家庭情况较差的学生中的抑郁症状更

常见（P ＜ 0.05）。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成瘾、抑郁、焦虑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两两均呈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 0.354～0.755（均 P ＜ 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焦虑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

调节策略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非标准化的间接效应值分别为 0.340 和 0.031，两者的

中介效应量分别占总间接效应的 91.64% 和 8.36%，且该作用为并行式中介作用；多个拟合度指标显示，

中介效应模型拟合较好（χ2/DF=1.035，GFI=0.975，AGFI=0.939，RMSEA=0.004，TLI=0.999，CFI=0.999，

NFI=0.975，IFI=0.999，RFI=0.967）。结论 青少年网络成瘾对抑郁有一定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焦虑和

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发挥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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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nxiety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Methods An on-sit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 751 students selected from five public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Shanghai from December 2015 to January 2016 by using the Internet Addiction Assessment Scal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was 22.2% （610/2 751），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more 
common among students in higher grades and poorer families （P ＜ 0.05）.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ternet addicti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non-adap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anging from 0.354-0.755 （all P ＜ 0.01）.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indicated that anxiety and maladaptive strategies played parallel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epression. The non-standardized indirect effect values of anxiety and non-
adaptive strategies are 0.340 and 0.031， respectivel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two accounts for 91.64% 
and 8.36% of the total indirect effect. Various fit measures indicate that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fits well. 

（χ2/DF=1.035， GFI=0.975， AGFI=0.939， RMSEA=0.004， TLI=0.999， CFI=0.999， NFI=0.975， IFI=0.999， 
RFI=0.967）. Conclusions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can predict depression， and it can also play an 
indirect role through anxiety and non adap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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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成为现代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71.6%［1］。互联网技术在改善人们生活和

工作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众多问题

中，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网络

成瘾是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

失控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

业、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2］。

研究发现，网络成瘾的青少年极易共患焦虑、

抑郁等问题，这不但增加了网络成瘾的治疗难度，

同时给青少年身心造成了极大困扰［3-5］。其中，网

络成瘾和抑郁的共病情况非常普遍。一项 Meta 分

析显示，健康个体中的抑郁症患病率约为 11.7%，而

网络成瘾者中共患抑郁症的比例高达 26.3%［6］。对

于网络成瘾和抑郁的关联性，在国内外大量研究中

均有发现；但研究以横断面调查为主，纵向研究相

对较少，且少数纵向研究的结果也不完全一致，无

法了解这些关联的方向性［7］。目前，对于网络成瘾

和抑郁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特别是对于网络

成瘾作用于抑郁的相关机制尚缺乏研究证据［8］。本

研究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焦

虑、认知情绪调节在网络成瘾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探索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复杂关系，为网络成

瘾和抑郁的共病防治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

采取二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年1月开展现场问卷调查。首先，将上海市16 个区

根据行政区划分为城区和郊区，按城郊初中生比例，

并结合城区和郊区学校规模，选取选出黄浦、长宁

和徐汇 3 个城区，奉贤、闵行 2 个郊区；在各区随机

抽取 1 所公立普通初级中学，每所学校每个年级采

取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3个班的学生，经知情同意后

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3 021份，由于分析方

法的限制，剔除量表数据有缺失的问卷，共有2 751 份

问卷纳入分析。

2. 调 查 工 具：（1）网 络 成 瘾 测 评 量 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9-10］。该量表用来评估学生网

络成瘾情况，共 20 个条目，采取 1～5 分 5 级计分法

（从 1=“几乎没有”到 5=“总是”），总分 20～100 分，其

中 20～49 分者为正常的网络使用者；50～79 分者为

准成瘾者，即存在网络使用成瘾倾向；80 分以上者

为严重网络使用成瘾者。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较好

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02）。（2）广泛性

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GAD-7）［11］。 

该量表主要用于筛查或辅助诊断焦虑障碍以及评

估焦虑障碍的严重程度，共 7 个条目，采取 0～3 分

4 级计分法（从 0=“完全没有”到 3=“几乎每天”），

总分 0～21 分，得分越高，焦虑水平越严重。其中

总分 0～4 分为无临床意义的焦虑；5～9 分为轻度；

10～14 分为中度；≥ 15 分为重度，分界值为 10 分。

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08）。（3）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11， KADS-11）［12］。 量

表 由 11 个 条 目 组 成，采 取 0～3 分 4 级 计 分 法（从

0=“完全没有”到 3=“几乎每天”），总分 0～33 分，界

值为 9 分，即总分≥ 9 分为筛查阳性。每个条目分

别描述抑郁情绪的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急躁、

睡眠困难、兴趣减退、毫无价值感、疲倦、注意力问

题、生活无趣、担心焦虑、身体不适感、自杀或自伤

想法或行为。本研究中该量表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5）。（4）认知情绪调节问卷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CERQ）［13］。共有 36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

用 1～5 级评分（从 1=“几乎没有”到 5=“总是”），分

为 9 个分量表，即接受、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

积极重新评价、积极重新计划、责难自己、责难他人、

灾难化、沉思，前 5 种属于适应性策略，后 4 种属于

非适应性策略。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

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1）。

3.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人口学特征资料为计数资料，以频数或

百分率（%）形式进行统计描述。将抑郁量表筛查阳

性的患者和筛查阴性的患者分为两组，采用 χ2 检

验比较组间差异。计算各量表总分，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变量间相关性，P ＜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使用 Amos 23.0 软件，采用 asymptotically 

distribution-free （ADF）拟合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参

数百分比 Bootstrap 法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比

Boostrape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Boostrape 重复取样

2 000 次，计算 95% 置信区间（95%CI），如果 Bootstrap 

95%CI 不包含 0，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14-15］。

二、结果

1. 抑郁症状检出率：2 751 名初中生的抑郁症

状检出率为 22.2%（610/2 751），其中是否为独生子

女、不同性别、不同居住地初中生的抑郁症状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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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年级、

不同自觉家庭经济状况初中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两比较结果

中，家庭经济情况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家庭经济情况差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最

高，经济水平一般者次之，家庭经济情况好者症状

检出率最低；预初与初一、初二与初三的学生每两

组间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低年级（预初与初一）和高年级（初二与初三）

之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高年级学生抑郁症状更常见。见表 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2 751 名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比较［人（%）］

项目 人数 抑郁症状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 1 429 319（22.3）
0.039 0.844

 女 1 322 291（22.0）

居住地

 郊区 1 404 310（22.1）
0.015 0.904

 城区 1 347 300（22.3）

独生子女 a

 否 2 045 157（7.7）
0.026 0.872

 是 695 453（65.2）

自觉家庭经济状况 b

 差① 67 38（56.7）

60.973 ＜ 0.001 一般② 1 553 370（23.8）

 好③ 1 131 202（17.9）

年级 c

 预初（六年级） 718 112（15.6）

57.586 ＜ 0.001
 初一（七年级） 703 122（17.4）

 初二（八年级） 680 183（26.9）

 初三（九年级） 650 193（29.7）

  注：a 有缺失值；b 经两两比较分析发现，不同经济状况中抑郁

情绪检出率比较，①＞②＞③，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c 经两两比较分析发现，不同年级中抑郁情绪检出率比较，预初组＜初

二组、预初组＜初三组、初一组＜初二组、初一组＜初三组，以上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根据Podsakoff等［16］建议，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

所有题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

共有 8 个因子的特征值＞ 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27.047%，小于临界值 40%，表明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各变量相关分析：IAT 总分、CERQ 非适应性

策略总分、KADS-11 总分、GAD-7 总分之间均存在

显著正相关（P ＜ 0.01）。见表 2。

表2 网络成瘾、焦虑、抑郁和非适应性策略的

相关性分析（r 值）

指标 网络成瘾 焦虑 非适应性策略 抑郁

网络成瘾 1.000

焦虑 0.421a 1.000

非适应性策略 0.354a 0.393a 1.000

抑郁 0.473a 0.755a 0.416a 1.000

  注：aP ＜ 0.01

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为了保持模型

的稳定性，减少数据偏差，将测量焦虑量表按照温忠

麟团队推荐的因子法中的平衡法进行打包处理［17］；

IAT 参照 Widyanto 等［18］的研究结果分为精神情感

冲 突（psychological/emotional conflict）、时 间 管 理 问

题（time-management problems）和情绪调节（mood 

modification）3 个维度；KADS-11 青少年抑郁量表按

照杜亚松团队的研究结果分为焦躁不安和动力不足

2 个维度［11］；CERQ 分为适应策略和非适应策略，仅

将非适应性策略纳入本研究范围，按量表用法推荐

分为责难自己、责难他人、灾难化、沉思默想 4 个维

度。测量模型包含 4 个潜变量和 12 个观测变量，根

据研究假设拟合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利用结构

方程模型考察网络成瘾和抑郁在非适应性认知情绪

调节和焦虑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由于样本量较大造

成模型 χ2 值膨胀，使得根据 χ2 值计算的相关拟合

指标变差。故采用 Bollen 和 Stine 建议的 Bollen-Stine 

bootstrap p-value correction 方法修正 χ2 值［19］。多项

拟合指标显示，研究模型适配度较好，说明该中介

模型可以接受［20］。见表 3。结果显示，焦虑和非适

应性认知调节策略在网络成瘾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非标准化的总间接效应值为 0.371，占总效

应的 72.89%。总间接效应由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

组成，“网络成瘾→焦虑→抑郁”和“网络成瘾→认

知情绪调节非适应性策略→抑郁”两条路径 95%CI
都不包含 0，说明两条中介路径均显著。两条路径

的差异检验结果也显著，说明焦虑在网络成瘾和抑

郁之间的中介效应较认知情绪调节非适应性策略的

中介效应更强，两者的中介效应量分别占总间接效

应的91.64%和8.36%。见表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初中生抑郁症

状的检出率为22.2%。国内类似研究发现，中学生抑

郁症状检出率为22.7%～42.32%，与本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21-23］。高年级学生中抑郁症状更常见，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高年级学生的学习压力更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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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自评学习压力大，发生抑郁的风险会更高［24］；

而家庭经济差的学生抑郁症状更常见。从社会因果

论的观点来看，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收

入、财富、权力、环境和机会）的差异直接影响其资

源和机会的获得，因此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都会

导致健康结果的差异［25］。经济状况差的青少年各

方面的资源都相对缺乏，当其遭受危机时无法获取

更多资源做出积极有效的应对，因而出现抑郁等不

良健康结果的概率相对较高。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网络成瘾、非适

应性认知策略和抑郁两两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多

项研究结果相一致［26-31］，也为进一步考察焦虑和非

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网络成瘾与抑郁中的中介作用提

供了前提条件。

本研究的中介分析结果表明，焦虑在网络成瘾

和抑郁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说明网络成瘾可以通

过焦虑情绪增强青少年的抑郁情绪。相关研究结果

发现，学生网络成瘾和焦虑情绪存在统计学关联［32］。

但从理论角度来看，较多研究已经确定了精神心理

健康的问题造成网络成瘾的潜在途径，而探讨网络

成瘾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理论尚不足［33］。而焦虑

和抑郁的共病理论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一种精

神障碍的存在可能增加另一种精神障碍的发生风

险；也有学者认为共同存在的精神障碍可能有共同

的遗传学病因［34］。可见，网络成瘾的青少年更容易

出现焦虑问题，而焦虑则会增加其抑郁等其他心理

疾病的患病风险。

本研究还发现，自责、责备他人、沉思默想、灾

难化这类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在网络成

瘾和抑郁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网络成瘾和消极应对

方式高度相关，部分研究者甚至指出网络成瘾本身

可能就是一种消极应对方式的外在表现［8］。大量

研究表明，不良的认知方式可以造成抑郁、焦虑等

多种心理健康问题［35-37］。有研究理论认为，当个体

感觉到应激压力与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距时，应对方式便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诸

如退避、自责等应对方式只是将个体从应激源中脱

离出来，应激源还是会对个体造成持续不良影响［38］。

相关研究也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与异常行为障碍和

危害身体健康的疾病呈负相关，而退避-自责型应对

方式与社会心理问题呈正相关［39］。非适应性认知情

绪调节策略是一种消极应对方式，在这种调节策略

下，青少年生活中的不良影响其实仍然存在，长此以

往会积累更多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40］。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焦虑和非适

应性策略在网络成瘾与抑郁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即网络成瘾不仅能够直接预测抑郁，还可以通过焦

虑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形成的作用间接预测抑郁。

表4 焦虑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网络成瘾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数 点估计值
系数项乘积 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 百分位 Bootstrap 法

标准误 Z 值 95%CI 95%CI

网络成瘾→焦虑→抑郁 0.340 0.045 7.556 0.262～0.443 0.254～0.431

网络成瘾→认知 a →抑郁 0.031 0.013 2.385 0.010～0.065 0.007～0.058

两条路径的差异 0.308 0.044 7.000 0.234～0.406 0.226～0.400

  注：a 认知指认知情绪调节中的非适应性策略

注：a 为路径系数，b 为 χ2 值

图1 研究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表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指标

拟合指标 研究模型拟合度 推荐范围

chi-square（χ2） 50.716 越小越好

degrees of freedom（DF） 49.000 越大越好

normed chi-square（χ2/DF） 1.035 1 ＜ 2/DF ＜ 3

goodness of fit index（GFI） 0.975 ＞ 0.9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0.939 ＞ 0.9

 index（AGFI）
root-mean-square error of 0.004 ＜ 0.08

 approximation（RMSEA）
Tucker-Lewis index（TLI） 0.999 ＞ 0.9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0.999 ＞ 0.9

normed fit index（NFI） 0.975 ＞ 0.9

incremental fit index（IFI） 0.999 ＞ 0.9

related fit index（RFI） 0.967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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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数据来源于横断面调查，

无法判断网络成瘾与抑郁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事

实上，网络成瘾和抑郁的关系可能不是简单的因果

关系，而可能存在 Cerniglia 等［8］所说的复杂的因果

循环关系，或者存在一种情绪、认知和行为同时存

在的链式循环关系［41］。本研究发现了这种复杂关

系内的一种路径，但其中更多的路径及机制还有待

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然而，本研究中发现的中介

变量为青少年网络成瘾共病抑郁的预防和治疗提供

了新的思路，焦虑和非适应认知调节策略可能是网

络成瘾共病抑郁的早期表现；通过对中介因素的监

测和干预，将有助于网络成瘾共病抑郁症的降低。

对于网络成瘾的治疗与干预，也可以考虑采用有研

究证据的方式对于中介变量开展干预，如纠正不良

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以积极的观念对青少年进行

引导，可以预防或改善网络成瘾共病抑郁的情况［42］。

对于未来的研究，可以开展质性访谈、干预性研究，

以深入探讨网络成瘾与抑郁之间复杂的生理机制或

理论模型，制订有效的综合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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